《左传》论证方法研究


摘  要

《左传》是我国第一部规模宏大而内容详实的史学钜编。本文将《左传》作为主要研究对象，从“视角-主张”的角度探究《左传》的论证方法。全文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介绍《左传》中的引征型的推类论证方法。首先从引征古代经典文献、典故和语言故事出发，选取《左传》中的典型事例进行分析评价，接着又举例说明中国逻辑中较为普遍的推类论证方法。第二部分是介绍《左传》中自发的演绎论证方法，从《左传》中自发的演绎意识和直觉式的二难推理两个方面出发进行研究。第三部分是对《左传》中的经验的归纳论证方法进行举例分析，分别分析评价了经验的归纳、枚举归纳和强调因果联系的归纳论证方法。最后一部分则是从《左传》中传统整体思维的辩证论证方法出发，举例论证。《左传》中既具有不同于西方形式逻辑和形式化的逻辑的中国逻辑思想，又有以往中国古代逻辑思想研究中没有提到的独特的史学论证方法。本文在研究过程中结合具体的社会背景、语境、人物身份地位以及说服力等各方面进行分析评价，立足文献本身，以探索先秦史学方法中论证方式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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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Zuo Zhuan is the first large-scale and informative historiography in China.Taking Zuo Zhuan as the main text,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argumentation method of Zuo Zhua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view-proposition”. 

There are four parts in this thesis.

The first part is the introduction of “quote analogous inference” argumentation method in Zuozhuan.first of all,I select the typical examples of quoting ancient documents,allusions and fables.Then I give a example to illustrate the ordinary analogous inference in Chinese Logic.

The second part introduces the method of initiative deductive inference in Zuozhua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itiative inference conscious and dilemma.

The third part analyses the method of induction inference,which includes the experiential induction,enumerative induction ,and Inductive methods that emphasize causality .

The final part is based on the traditional dialectical argumentation method of whole thinking .

There are Chinese Logic thought which different from western formal logic and the unique inference method that has never appeared in Chines ancient logic.This paper has take social background,context,character identity and persuasiveness into consideration.And it clarifies the feature of Pre - Qin historical inference 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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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左传》是一部主要记录了春秋时期历史的著作，是以鲁国为纪元写成的编年体史书，从鲁隐公元年（前722年）至鲁哀公二十七年（前468年），记录250多年间春秋时期各诸侯国之间的大小事，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等各个方面，是我国第一部规模宏大而内容详实的史学钜编。在叙述方法上，整部《左传》并非采用一般的记流水账式的方法记述，而是有所侧重，在具体事件上有详细的描述，在对历史进程有重大影响的事件上会着重描画。同时在论述过程中还反映和添加了作者自己的观点和态度，抨击无道和暴行，弘扬礼和忠信，也体现出作者的民本思想。

作为论述评价的前提预设，《左传》在评述某个人或某件事的时候，经常会以“礼”、“义”、“利”、“民意”、“选贤”等作为论证标准。这也是《左传》中论证事物时所默认的前提。

《左传》中的大部分论证都存在着作者对于历史的评述，其中对于“君子”的看法，则体现在《左传》中人物如君王、大臣等的交谈与论述中。因此，对于《左传》一书的论证方法的分析，就主要集中在对这些人的言论的分析评价中。

在论证的相互联系方式上，从大的范围来看，《左传》并不零散，前后联系紧密，大部分采用预言的方式联结，并且这些预言大部分在后来都可以得到实现。即使前后时间间隔很长，后文也不会落下，而是在中间层层铺垫，最终达到结果。这是《左传》论证方法的一个显著特点。

《左传》论证方法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是对史料以及经典文献的引征，引征次数最多的是《诗经》。如鲁成公在位的十八年里，《左传》中对于《诗经》的引用就多达十三次。又如成公二年，楚国令尹子重率领军队救援齐国，当时楚共王年仅十三岁，子重考虑到国君年幼，国家贤人稀少，就引用《诗经》中“济济多士，文王以宁”，即文王因为有诸多贤而得以安宁来推类国家安宁需要诸多贤人。而如今情况不比从前，贤人稀少，只好用人数来弥补，于是清理户口，救济困乏，赦免罪人，全民出发参战。这是建立在联系百姓、崇尚贤士的基础上提出的，提及贤人表明自谦的态度，引征的文王的典故无疑增加了论证的说服力。

除《诗经》以外，《左传》中引征最多的文献是《周易》。引征《周易》的大多数场景是战争前对未来的预测，或是对当前事件的解读。在《左传》中，类似于引征《周易》的还有充满着神秘感的解梦，不过相对引征《周易》作为推类的论证方法，解梦的过程则是一种经验的归纳论证方法。

此外，《左传》在论证中还引征了大量的古书、寓言故事、谚语以及典故，其中各种类型的古书数量达到十几种。而对于充满想象力的寓言故事的引征，也为《左传》中的论证也增添了一丝神秘感。至于谚语则是人们日常生活中经常使用并且容易接受的，对其的引征，同引征寓言故事一样。都体现了先秦时期特有的“推类”方法的论证特色。

除了“推类”的论证方法，西方传统逻辑中的演绎、归纳、类比等基本论证方法，在《左传》中都能找到。这也说明了在古代中西的不同地域、不同文化中，人类论证问题的逻辑思维有着一定的共通性。

除了这些体现人类论证问题的逻辑思维共同性的西方基本论证方法，《左传》中还有传统整体思维的辩证论证方法，是一种根据事物的辩证性质，和认知主体运用辩证思维所进行论证的方法。
一、《左传》中引征型的推类论证方法

“推类”是先秦时期中国逻辑中的一个重要的论证方法，它将事物或者现象之间的同异作为为论证依据。“推类”中的“类”即依据事物或现象之间的相同属性归结在一起，就是类。《周易》中的阳爻与阴爻是我国最早的以推类为特征的符号系统。由爻形成的八卦则具有明显的分类特征，每个卦都代表相应的具有每种属性的一类事物。在后来的发展中，“推类”不再局限于《周易》中的卦爻辞，而是延伸到“义理”的层面。在《左传》中则表现为引经据典的“引征型”，直接将具有相同意义的史料或者故事推类自己所要论证的观点。《诗经》、《周易》是《左传》中引征的主要文献，典故、寓言、谚语等都也出现多次。在这种引征型的推类论证方法下，旧事与旧言在作者的创作下，体现出“以述代作”的巧妙。这种方法的应用主要体现为“曲说”与“广应”的论证类型。从“引文”的理由组合来讨论《左传》将拓展中国逻辑史学科的史料内容。其中表达了作者的政治主张和情感态度，增加了论证的可接受度。

（一）引征古代经典文献的推类论证

1.引征《诗经》的推类论证。

《诗经》最能体现周朝礼文化，因此《左传》对其引征的频次最多。《左传》对其引征达二百七十七多条，其中賦诗六十八条，引诗一百八十一条。
这些引征或作为论证的依据，或以传递信息的方法，通过赋诗歌唱或是舞蹈的手段表达了作者的论证意图。如隐公元年：

君子曰：“颖考叔，纯孝也，爱其母，施及庄公。《诗》曰‘孝子不匮，永锡尔类。’其是之谓乎！”

意谓，庄公曾说过与母亲不到黄泉不相见，后来又后悔，颖考叔用修地道的方式使得庄公母子相见。在这里，颍考叔不仅自己孝敬父母，还将孝道惠及庄公，即“黄泉相见”，“君子”引用《诗经》大雅篇，说明孝子有孝道，孝道没有穷尽，来评价颍考叔为人守孝道。在春秋时期，孝文化，是周礼的一个重要部分，而《诗经》则是周礼文化的代表，用《诗经》进行评述颍考叔，更有论证的说服力。故而此处由《诗经》中的“孝”推类至类事理相同的颖考叔之孝，颍考叔用自己之孝推类庄公之孝，这种论证方式，表达了作者对于“孝”的推崇，也达到了作者的论证意图。

又如闵公元年：

狄人伐邢。管敬仲言于齐侯曰：“戎狄豺狼，不可厌也。诸夏亲昵，不可弃也。宴安鸩毒，不可怀也。《诗》云：‘岂不怀归，畏此简书。’简书，同恶相恤之谓也。请救邢以从简书。”齐人救邢。

狄人攻打邢国，管仲引征《诗经》劝说齐侯出兵救援邢国。管仲的理由是，戎人如同豺狼，永远得不到满足，中原各国相互亲近，不可以相互舍弃，安逸如同毒药而不能沉湎，同恶相恤就是《诗经》中所说的竹简中的军令，以军令推类至类事理相同的救援邢国。诗经句中的敌人在此时就推类为戎人，诗句中所说的朋友则推类为如今的中原各国。即以协力对抗敌人推类协同中原各国对抗戎人。当时人始终坚持边境地区的戎人为不开化的区域，中原诸国文化政治程度在其之上，地位也更高。这个思想，《左传》中其他地方也有所体现，比如在对吴国、楚国这种远离中原，或者并非与王室同姓国家，《左传》中关于这些国家的国君昏聩、暴行，记录的相对就更多一些。由《诗经》中联合朋友对抗敌人推类齐国应当救援邢国对抗戎人。管仲作为臣子劝谏君王，因此在语言技巧上用词更加委婉，而面临国家大事，则是从政治角度论证国家政策。

鲁襄公十四年，卫臣孙林父和宁惠子将卫献公驱逐出国，襄公二十六年，宁惠子之子宁悼子助献公回国，孙林父请求晋国处理此事，献公如晋，被扣押。齐郑二公赴晋为献公求情。

秋七月，齐侯、郑伯为卫侯故，如晋，晋侯兼享之。晋侯赋《嘉乐》。国景子相齐侯，赋《蓼萧》。子展相郑伯，赋《缁衣》。叔向命晋侯拜二君曰：“寡君敢拜齐君之安我先君之宗祧也，敢拜郑君之不贰也。”国子使晏平仲私于叔向，曰：“晋君宣其明德于诸侯，恤其患而补其阙，正其违而治其烦，所以为盟主也。今为臣执君，若之何？”叔向告赵文子，文子以告晋侯。晋侯言卫侯之罪，使叔向告二君。国子赋《辔之柔矣》，子展赋《将仲子兮》，晋侯乃许归卫侯。

《诗经》常用于诸侯与卿大夫之间的正式宴会，通常用赋诗的方法表达出来，利用《诗经》中句子蕴含的意思而非直接言明。在这段话中，诸侯来访，晋侯作为国君先是设享礼招待齐、郑二位国君，接着赋《嘉乐》中的“嘉乐君子，显显令德，宜民宜人，受禄于天”来赞美齐、郑二位国君，赞美其为君子，齐国大夫国景子赋《蓼萧》中的“既见君子，孔燕岂弟，宜兄宜弟”意指晋侯施恩泽于诸侯，而献公也在诸侯之列，故而请求释放献公。郑国子展赋《缁衣》，选取其中的“适子之馆兮，还予授子之粲兮”两句诗，来表明郑国不敢违离晋国，请求晋君能应许其释放献公。叔向让晋侯拜谢齐郑二君的忠心与友好，闭口不谈释放卫献公之事。国景子派晏平仲私下与叔向交涉，直接言明来意，晋侯谈到献公的罪过，却没有应允释放献公。国子接着赋诗《辔之柔矣》，请求晋侯可以宽厚诸侯。子展赋《将仲子兮》，意即晋侯为卫国臣子孙林父扣留卫国国君，会遭人非议，于礼不合。晋侯因此同意释放卫献公。

这三次劝说，有两次都使用了赋诗的方法进行交流，第一次过于隐晦，第二次则由晏平仲进一步言明，晋侯回应扣留献公的原因，第三次则是针对晋侯给出的理由进行劝说。这三次交锋，论证逐渐深入而具体，而且合乎礼仪，即春秋时的“答赋礼”。论证双方赋全诗或是取其部分诗句，答赋者则是根据当时的社会情况和诗句的表面意思而非诗的全意解诗。即断章取义的方法，如在第一次劝说时，叔向借自己只了解到诗的表面意思而忽略社会环境，避而不谈献公之事。故而赋诗、解诗都是可以根据自身需要而进行的。第三次劝说时则是针对献公之罪而赋诗，给出合理的理由，有针对性并且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双方的论证过程中，始终坚持“礼”的思想，赋诗、答赋这两个行为合乎礼，劝说理由合乎礼。由《诗经》中蕴含的意思推类自己想要表达的意思，语言含蓄且合于礼，显示出大国风范。

又如襄公二十九年：

请观于周乐。使工为之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犹未也。然勤而不怨矣。”

见舞《象箾》《南籥》者，曰：“美哉！犹有憾。”见舞《大武》者，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见舞《韶濩》者，曰：“圣人之弘也，而犹有惭德，圣人之难也。”

意谓：吴公子札来鲁访问，聆听周朝的音乐，观赏周朝的舞蹈，《诗经》被唱和舞蹈出来。《左传》作者借用公子札的评价，以《诗经》推类当下的多重含义。并且从公子札的评论中，可以发现，《诗经》多和国家政治联系起来，比如说听到《周南》、《召南》时评价说“多么美好啊，国家开始奠基了，虽然国家的建设还没有完成，但是百姓开始辛勤劳作而不会整天抱怨了。”文王教化始于二南，所以札说从诗歌中听到周朝已经奠定基础了。观看《大武》舞的时候，他禁不住称赞道，周朝在其最兴盛的时候，也不过如此吧。《大武》舞是周武王最爱的舞蹈，当时正值周朝兴盛，故由舞蹈推类武王时期的盛况。观看舞蹈《韶濩》而赞美德行，从《诗经》中描绘的盛世景象推类周朝的繁华，也从舞乐中推类鲁国的德行。春秋时期，歌舞的规格有严格的规定，因此公子札对于歌舞的评价，一个重要标准在于是否合于礼。同时在当时“尚德”思想也是评价如何指导国家和人的主要思想，所以《左传》作者在推类论述当下的政治伦理时，引征以往对于“礼”、“德行”的评价也就尤为重要了。

《左传》作者在论述政治伦理时大量引征《诗经》的原因，在于《诗经》在春秋时期的地位非比寻常。首先在于春秋时各国虽然战争不断，王室衰微，但是《左传》一书却仍然秉承着严守周礼，在评判人物或是评判某件事情的时候，周礼依然是重要的引征依据。比如在桓公三年时，“齐侯送姜氏于欢，非礼也。凡公女嫁于敌国，姊妹则上卿送之，以礼于先君，公子则下卿送之。于大国，虽公子亦上卿送之。于天子，则诸卿皆行，公不自送。于小国，则上大夫送之”。诸侯的女儿应该由上卿护送而当时是由齐侯亲自护送的，因此此处作者评价说这是不合于礼的。其次，在于《诗经》中有许多历朝代的典故，而这些典故中蕴含着许多义理，在引征《诗经》的过程中，作者论证的宗旨主要在于以《诗经》蕴含的义理推类当今的现实。此外，《诗经》中除了历代帝王事迹，不乏与平民百姓密切相关的内容，婚丧嫁娶、国家大事，其内容丰富，贴合现实，适用范围极广，因此被引征的最多。需要指出的是，在《左传》一书中，《诗经》被引征的范围多在于论述评价士大夫甚至身居高位的阶层，平民百姓却很少使用，故而在使用《诗经》进行推类的主体上，有一定的身份要求。这是因为当时的《诗经》理应为上层人物的必修功课，教育被垄断在贵族手中。在引征型的以古论今中，《诗经》内容典雅含蓄，无论是赋诗还是引用论证或是以歌舞的形式表现出来，都会显得更加文雅婉约。

2.引征《周易》方法的推类论证。

除了《诗经》外，《左传》中被引征最多的还有《周易》。按统计，《左传》中引征《周易》的内容共有十九条
，明确标明使用《周易》进行占筮的就有十条。
主要用来占卜婚丧嫁娶、推测人的未来、国家命运，以及战争的吉凶。或者根据《易经》中的义理，《左传》引征其以推类现实情况，或者是作为预测，或是作为指导思想。

其一是用占卜推算婚嫁。如庄公二十二年：

初，懿氏卜妻敬仲，其妻占之，曰：“吉，是谓‘凤皇于飞，和鸣锵锵，有妫之后，将育于姜。五世其昌，并于正卿。八世之后，莫之与京。’”

意谓：懿氏打算将和敬仲联姻，将女儿嫁给他之前懿氏之妻进行占筮，得到吉利的卦象，于是就把女儿嫁给他。根据卦象的吉凶，推类敬仲的未来，以及二人婚后生活。春秋时人们最重要的行为活动之一就是卜筮，通常在国家或者个人做出重大方针政策之前，都要进行卜筮活动，史官会将这些对历史进程产生重大影响的事件记录下来，因此在记录时会有详略之分，如在此处，仅仅交代了占卜主体、对象、事件，以及占卜的结果，而没有具体的推演过程。这是因为此处仅仅是关乎敬仲的婚事，占卜者也并非专门的官员，因此就记载得简略一些。占卜的结果通常是根据《周易》的卦爻辞进行解释的，此处懿氏之妻根据占卜结果得出“吉”的结论，“凤凰于飞，和鸣锵锵”则指两只象征祥瑞的凤鸟飞在天上，鸣叫声相互应和，一派祥和安宁之景，这个意象在《周易》中是美好的，故以此推类敬仲夫妻二人未来会如同凤鸟一样和谐。依据“凤凰和鸣”的卦象推类二人的婚事。这和当时古人婚前有占卜的社会习俗一致，又同后来对敬仲未来的预测相符合。“有妫之后，将育于姜。五世其昌，并于正卿。八世之后，莫之与京。”敬仲确实逃奔到齐国，第五代时昌盛，第八代时甚至达到“田氏代齐”的地步。作者引用卜筮结果进行推类，将前后文联系起来，同时也由于《周易》的特殊地位，也论证了这个婚事的合理性。

另一个用《周易》类推婚事的事例。如襄公二十五年：

齐棠公之妻，东郭偃之姊也。东郭偃臣崔武子。棠公死，偃御武子以吊焉。见棠姜而美之，使偃取之。偃曰：“男女辨姓，今君出自丁，臣出自桓，不可。”武子筮之，遇《困》三之《大过》三。史皆曰：“吉。”示陈文子，文子曰：“夫从风，风陨，妻不可娶也。且其《繇》曰：‘困于石，据于蒺藜，入于其宫，不见其妻，凶。’困于石，往不济也。据于蒺藜，所恃伤也。入于其宫，不见其妻，凶，无所归也。”崔子曰：“嫠也何害？先夫当之矣。”遂取之。庄公通焉，骤如崔氏。以崔子之冠赐人，侍者曰：“不可。”公曰：“不为崔子，其无冠乎？”崔子因是，又以其间伐晋也，曰：“晋必将报。”

齐国崔武子要娶齐棠公的遗孀棠姜，也就是东郭偃的姐姐。让东郭偃去说媒而东郭偃以二者同姓不可通婚为由拒绝了他。崔武子就进行占筮，得到的结果是《困》卦变成《大过》，询问史官，史官认为这是吉利的卦象，因为单看《困》卦，上《兑》下《坎》，根据《周易》的分类，“少女”属于“兑”卦，“中男”属于“坎”卦，故而崔武子由此得出二人婚事相配。而陈文子则认为不可以娶棠姜，根据卦象，《大过》卦是上《兑》下《巽》，而《巽》卦代表风，风可以使得事物陨落。《困》卦中的《坎》变成《大过》中的《巽》，意即风陨落中男，中男就是崔武子，所以娶棠姜不合适。接着陈文子又对《困》卦的爻辞“困于石，据于蒺藜，入于其宫，不见其妻，凶”进行解释，意即被石块困住，就不可以成事，留在在蒺藜之中，就会受到伤害，走进屋子却看不见妻子，是大凶的预兆，意味着没有家可以回归即家破而人受伤。但是崔武子不信，执意要娶棠姜，给出的理由是“就算娶棠姜会对家人带来伤害，她的前夫已经承受了这个凶兆了”。此处对于崔武子所得卦象记录得非常详细，且给出了具体的占筮结果，这是因为崔武子极高的社会地位以及所占之事为齐国后来的历史进程产生了巨大影响，所以着重记述。而且在当时崔武子看来，占筮结果要比同姓不婚的社会习俗更为重要，这也说明了占筮活动在春秋时期的独特且重要的地位。
史官、陈文子都是根据几种卦象象征之物，从卦象中寻找解释，陈文子更是将《困》卦的爻辞作为推类依据以论证其合理性。但是对于同一个占筮结果，却得出不同的结论，可见，运用《周易》对占筮的解释，有着很大的主观性。正如引用《诗经》进行推类时采用断章取义的方法一样，对占卜结果的解释，也是根据人要达到的目的选取想要的解释。史官与陈文子得出的不同结论，也说明了对于《周易》的运用，与人的推演能力有关，即是否熟练，是否认识全面等。虽然陈文子给出了合乎规则的推演结论，但是崔武子却仍然坚持己见，娶了棠姜，因此依据《周易》进行的推类论证，不一定对所有人都可以起到劝说和指导的作用。

齐庄公与崔武子之妻棠姜私通，常常到崔武子家里去饮酒作乐，甚至拿着崔的帽子赐给下人，崔武子发现后心生怨恨，设计杀死庄公，立景公，崔武子在齐执政二三十年，残暴无道，后崔武子的两个儿子内讧，齐国左相庆封趁此机会向崔氏发起进攻，崔武子也因此自尽，他的尸体还遭到景公戮曝。亲手所立的国君对其尸体进行屠戮，可见崔氏的不得人心。这与陈文子当时用《周易》推类出的结果相同。除此之外，《左传》中许多运用《周易》进行的推类论证在后来都得到印证，可见作者对于引征《周易》进行推类的论证方法是持肯定的态度。这个案例中，崔武子见色起意，残暴无道，齐庄公私通棠姜，都不符合“德”与“礼”的标准，因此在此记载中都不得善终。

其二是引征《周易》以预测人的未来。如庄公二十二年：
周史有以《周易》见陈侯者，陈侯使筮之，遇《观》之《否》。曰：“是谓‘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代陈有国乎。不在此，其在异国；非此其身，在其子孙。光，远而自他有耀者也。《坤》，土也。《巽》，风也。《乾》，天也。风为天于土上，山也。有山之材而照之以天光，于是乎居土上，故曰：‘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庭实旅百，奉之以玉帛，天地之美具焉，故曰：‘利用宾于王。’犹有观焉，故曰其在后乎。风行而着于土，故曰其在异国乎。若在异国，必姜姓也。姜，大岳之后也。山岳则配天，物莫能两大。陈衰，此其昌乎。”
周太史为年少的敬仲占筮，得到了《观》卦变成《否》卦，由此得出敬仲将要出使他国而做他国的上宾的结论，但并非敬仲自身能够享有他国，而是敬仲的子孙将会在他国发扬光大。《观》卦是上《巽》下《坤》，《否》卦是上《乾》下《坤》。《巽》卦象征“风”，《乾》为“天”，《坤》为“地”，《观》卦即风运行于地上，《观》卦变成《否》卦，即风从天上来，又在地上运行，形成山，山上的土地受到天光照耀，就产生物产。故而敬仲会像风一样去到别处，在别处享有国家。而风在地上形成的山则推类为太岳。杜预注“姜姓之先为尧四岳”。
姜姓之国即齐国，山高大而足以配天，由此推类陈氏将会手握重权。而“犹有观焉”指还有待观望，即陈氏兴盛在其后代。

《周易》论证的典型方法之一是根据卦象所代表的事物以及事物之间的关系进行推类。《左传》由《周易》中“风”、“山”、“天”之间的关系，推类敬仲所要生存的环境，用“风源于天”、“风吹于地”、“地形成山”等运动过程，推类敬仲将来的成长轨迹。这种论证的依据，就是传统推类方法的“类事物”或“类事理”的相同或相似。

其三是引征《周易》以预测战争吉凶。如昭公十二年：

南蒯枚筮之，遇《坤》之《比》，曰：“黄裳元吉。”以为大吉也，示子服惠伯，曰：“即欲有事，何如？”惠伯曰：“吾尝学此矣，忠信之事则可，不然必败。外强内温，忠也。和以率贞，信也。故曰‘黄裳元吉’。黄，中之色也。裳，下之饰也。元，善之长也。中不忠，不得其色。下不共，不得其饰。事不善，不得其极。外内倡和为忠，率事以信为共，供养三德为善，非此三者弗当。且夫《易》，不可以占险，将何事也？且可饰乎？中美能黄，上美为元，下美则裳，参成可筮。犹有阙也，筮虽吉，未也。”
《周易》的一种基本推类方法是根据所得的卦辞爻辞进行推类。南蒯用泛筮的方法占筮，得到《坤》卦变成《比》卦，根据卦辞“黄色的衣裳大吉大利”。就认为要办的事情大吉大利，将所得卦象拿给子服惠伯看，子服惠伯先阐明占筮的前提，即只有忠信的事可以占筮，不忠信则必然失败，外刚内柔为忠，用柔顺占筮为顺。这是占卜的前提，又对所得卦辞进行分析，黄是内衣颜色，裳是下身服饰，二者不相配，古代等级森严，严守礼教，服饰言行皆有标准，而服饰不相配即不恭敬。内外和谐为忠信，依据忠信做事称为恭敬，谨慎的培育德行为善。不具有这三种德行就不可以进行占筮活动，南蒯将要发动叛乱，故子服惠伯由此推类南蒯所为之事是以下犯上，不忠，不恭敬，也不善。而且具有风险性，故而不能成功。

南蒯和子服惠伯依据同一卦象的爻辞得出相反结论，南蒯虽然根据爻辞进行推理，但子服惠伯同时却考虑到运用占筮结果所进行推类的前提。由此可见，运用《周易》进行推类，并非直接依据所得结果的卦爻辞进行解释，还要考虑到所要占卜之事与所得占筮结果之间的关联。二者是否有关联，是否可以运用《周易》进行推类，推类过程中是否考虑到其他外部因素。如自然环境、社会环境、个人能力等因素。南蒯是季氏的家臣，势单力薄，虽然当时联合了鲁国公子慭和鲁国大夫叔仲穆子等人，但是从《左传》的主旨来看，叛国始终是不合于礼的，因此运用《周易》进行的类推结果也预示着南蒯之事不能成功。这里表明了作者的政治伦理态度。在后文记载中，南蒯确实失败了，逃往齐国，齐侯对他也不加礼遇。此处再次证实了依据《周易》进行的推类结果，也加强了依据《周易》类推的合理性。与《左传》推崇“德行”的思想相一致。
从某种方法论的意义上说，《周易》的推导方法运用，可以认为有一定的演绎的原因与作用。这是因为，对于《周易》卦象的运用，并非一般意义上的迷信思想，而是一种公理意识演绎型的推导方法。人们在解卦的时候，不是完全根据卦爻辞，而是将卦象中的事物抽象出来，与现实相对应，先将现实事物归类，抽象出相同属性，再将这些属性推类到要论证的现实中去。在这个论证过程中，人们将人的理性赋予在解卦中，可以说卦象的解读，大部分都是人类理性的体现。《周易》的这种抽象方法，蕴含着古代的逻辑思维，即将概念抽象成符号，用这些符号之间的关系进行演算。我们甚至可以将《周易》看成一个符号演绎系统，虽然与现代的形式方法不同，但是已经具备了基本的雏形。虽然很大程度上受到人熟练程度、心理因素、对于卦爻辞不同解释等的影响，所以不一定能够保证推理的合理性。此例中子服惠伯提到不可对有风险的事情进行占卜，说明运用《周易》进行的推理都是在有极大实现可能的情况下进行，因此其使用范围也有一定局限。
《左传》所记载的春秋后期，《周易》更多的被应用于直接引证，即借《周易》中的义理推类现实之事，其中那些具有极大不确定性的因素却逐渐减少。所以《左传》中的推类的论证方法则逐渐成熟，应用范围更广。

3.引征其他古书的推类论证。

除了《诗经》、《周易》以外，《左传》在引用史料推类论证当下的事物时，还大量引用了其他的历史文献。如《夏书》、《周书》、《军志》、《康诰》、《商颂》、《虞书》、《逸诗》、《前志》、《夏训》、《周诗》、《尚书》、《逸书》、《郑书》、《志》等。对于《左传》的写作年代而言，这些书大部分为古书。《左传》之所以在论证当下的事物时，引征这些古书，原因在于这些古书中记录了许多前人的许多典故，涉及政治、军事、外交、文化等各个方面，这对于论证类事物或类事理相同的当下事物，仍然有着方法论的推导作用。

其一，引征《军志》。应该说，《左传》在思考如何引征这些历史文献以论证当下事物时，主要是根据当时的具体情况决定的。如《军志》一书，就被《左传》中的僖公二十八年、宣公十二年、昭公二十二年等处分别引用多次。如在宣公十二年，晋楚之战，《军志》中的“先人有夺人之心”就被楚国令尹孙叔敖引征以推类论证当下的场景。当时楚王追击晋国两名挑衅的使者，晋人派人迎接使者，而楚军此时不明敌情，又担忧楚王的安全，而当时孙叔敖令尹作为楚国长官，总揽军政大权，就必须当机立断，发号施令。按《军志》一书强调在根据自身情况的条件下制定军事计划，当时楚国纪律严明，布局紧凑，正好符合当时的情况，因此孙叔敖就借用《军志》中的计谋来攻打晋国。由于《军志》作为一部兵书，为当时的许多政治家、军事家的重视，有其社会影响，所以当时孙叔敖以《军志》为据，发号施令，也是合情合理的。故而将领都听从了孙叔敖的军令发起进攻。
其二，引征《夏书》。如僖公二十七年，晋国将要领兵救援宋国，晋侯制定战术，选拔中军将领，赵衰引征《夏书》中的“赋纳以言，明试以功，车服以庸”来进行推类选拔人才的标准。即选拔人才要观察言行，有功绩就要犒劳。赵衰曾多次听到郤縠的谈话，观察他的举止，郤縠爱好礼乐和诗书，而礼乐是道德修养的准则，诗书是义理的来源。郤縠的言行符合《夏书》中选拔人才的标准，因此引征《夏书》中选拔的标准推类选拔郤縠的合理性。此处为赵衰向晋侯举荐人才，引征古书，委婉提出自己的请求，而且举荐的理由也符合《左传》“举贤”与“尚德”的标准，故而晋侯采用了赵衰的建议。

其三，引征《周志》。如文公二年，箕地之战中，先轸废黜狼瞫而立续简伯为车右，朋友劝狼瞫杀掉先轸，狼瞫拒绝并且引征了《周志》“勇则害上，不登于明堂”来论证自己不能杀先轸 。这句话解释为杀害居于高位的人不可称之为勇敢，牺牲在战场上才能称之为勇敢。从自己的角度出发，认为自己被换掉也许是因为自己才能不够，杀害长官，不如用战功证明自己，为此狼瞫在此次战役中身先士卒为国捐躯证明了自己

其四，引征《商颂》。如襄公二十六年，声子为了让伍举回国，与子木交谈，借谈治理国家而将话题引到人才流失，说明国家治理时赏罚不可过分。他引征了《商颂》中的“不僭不滥，不敢怠皇，命于下国，封建厥福”，表明国家发布命令不可滥用，不可懈怠偷懒而让人才得不到发挥。此处借《商颂》延伸到商汤获得发展进一步为国家不可错失人才的论证，以此推类国家当前人才流失的现状。而伍举作为人才，不可流失，木子听从了他的劝说，继而成功让伍举回国。声子先是阐明了人才流失带来的弊端，接着引征前代人治国用贤而达到的好的结果，从整体的角度辩证分析国家现状，接着由大及小，推出不可失去伍举的结论。
类似以上的引征，都是古代史书，包含许多了前代的历史经验，而且离春秋时代相隔不远，因此在这种历史思维下的引征推类论证，就使得当下的事物应该如何，更加具有说服力了。

(二）引征典故的推类论证

在《左传》的论证中，还引征了一些典故，以典故的隐含意蕴，意味深长地推论了当下的事物情况应该如何。如襄公四年：

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迁于穷石，因夏民以代夏政。恃其射也，不修民事而淫于原兽。弃武罗、伯困、熊髡、龙圉而用寒浞。寒浞，伯明氏之谗子弟也。伯明后寒弃之，夷羿收之，信而使之，以为己相。浞行媚于内而施赂于外，愚弄其民而虞羿于田，树之诈慝以取其国家，外内咸服。羿犹不悛，将归自田，家众杀而亨之，以食其子。其子不忍食诸，死于穷门。

晋国刚刚确立在诸侯国之间的威信，各国都在观望晋国的动态。无终国君嘉父派人向晋国送来贿赂，希望晋国可以与戎人媾和。此时晋国国力强盛，且中原各国一直认为戎人为不开化的野蛮人，因此晋侯想要攻打戎人来巩固自己的威信，而晋臣魏绛则劝谏晋侯放弃攻打戎人。因为一旦攻打戎人，就无法救援其他中原各国，继而失去中原各国的信任。他引征后羿的典故来推类晋国亲近戎人失去中原诸侯的后果。以后羿类比晋侯，后羿为满足自身的爱好而宠信奸佞，抛弃贤臣。奸臣好比如今的戎人，而驱逐的贤人好比如今的中原各国，宠信奸佞，后羿落得家破国亡的下场，以此推类晋国之事。得出结论，即不能攻打晋国。魏绛结合当时的社会形势和自己的身份，引征后羿的典故进行劝谏，借劝说与戎人之事一语双关，委婉劝谏君王不要沉迷于打猎而耽误国事。晋侯此时面临的情况与当初后羿亡国时的情况有许多相同点，且晋侯本人也和后羿也有共同爱好，从二者之相同推类当下也可能面临之事。既符合君臣之礼，又起到劝说的作用，令人信服。且《左传》后来的记载里，晋侯也听取了魏绛的意见。
（三）引征寓言故事的推类论证

《左传》中有许多离奇甚至荒诞的寓言故事，作者常引征这些故事类推当时的现实，以表明自己的态度。如庄公十四年：

初，内蛇与外蛇斗于郑南门中，内蛇死。六年而厉公入。公闻之，问于申繻曰：“犹有妖乎？”对曰：“人之所忌，其气焰以取之，妖由人兴也。人无衅焉，妖不自作。人弃常则妖兴，故有妖。”

郑国子仪在位时，郑国国都南门内蛇与门外蛇相斗，南门内蛇战败死亡。六年之后，郑厉公回国，申儒对此异闻的解释是，人丢失常道妖孽就会横生。内蛇可以看成是郑子，外蛇则是厉公，厉公战胜子仪，而国家发生祸乱的原因就在于厉公兴起的战争，以内外蛇之争推类郑厉公与子仪之争，兄弟相残，抢夺君位在古代可以说是大事了，并且不符合常道，故而用异像进行推类。
应该说，《左传》引征的寓言故事由于充满想象力，这也为《左传》的论证当下增添了一种神秘感。虽然我们在通常意义上将《左传》看成是史书，但是不可能记录的所有都是现实存在的事实，毕竟有些事情年代久远不得而知，整本书在论述中还贯穿着作者的态度和情感，而极富想象力的寓言故事则能够将作者要表达的情感生动形象的表现出来。如襄公二十三年，齐侯要赏赐给臧纥田地，臧纥知道齐国要吃败仗，就打算辞谢齐侯，“臧孙闻之，见齐侯，与之言伐晋，对曰：‘多则多矣！抑君似鼠。夫鼠昼伏夜动，不穴于寝庙，畏人故也。今君闻晋之乱而后作焉。宁将事之，非鼠如何？’乃弗与田。”在这段论述中，臧纥故意将国君比作畏首畏尾的老鼠，激怒国君。但是他之所说也确为事实，齐国趁晋国乱就进攻，晋国强则侍奉它，本身就不光彩，如今被臣子以一种近乎羞辱的方式说出来，自然就无法接受，因此达到了臧纥的目的，后来没有封给他土地。这里可以看出，所谓的寓言故事，不论其真实性如何，都只是被用作为自身观点进行论证的工具，由此也体现出中国逻辑思想中“用逻辑”的特点。
又如昭公二十二年：

王子朝、宾起有宠于景王，王与宾孟说之，欲立之。刘献公之庶子伯蚡事单穆公，恶宾孟之为人也，愿杀之。又恶王子朝之言，以为乱，愿去之。宾孟适郊，见雄鸡自断其尾。问之，侍者曰：“自惮其牺也。”遽归告王，且曰：“鸡其惮为人用乎？人异于是牺者，实用人，人牺实难，己牺何害？”王弗应。

景王喜爱王子朝，景王和宾起都想立王子朝为太子，但是王子朝只是庶子，按照礼制是不能立的，因此景王就策划在北山打猎时除掉嫡子一脉，不料事情未成自己却先发病而死。打猎计划实施之前，宾起在郊外看见有被用作祭祀的鸡自断其尾，就借由鸡不想被用作牺牲为由推出人也一样，即人不想屈居人下，以此劝谏景王早日立王子朝，不让王子朝居于庶子之位。而后人对此的解释则是，立庶不立嫡，违反祖制，故而景王未成功，即“有始无终，厥妖雄鸡自啮断其尾”
。人如何能得知鸡的想法，况且鸡自断其尾这种事情更是少之又少，借此异像推类当前的情况，一方面新奇有趣，另一方面也体现出君王的昏庸无道，破坏礼制，牺牲祭祀和打猎则反映了奢侈的宫廷生活。借用公鸡自断其尾这种异乎寻常的事来论述，富有趣味而且具有极强的讽刺性，引人深思，且古人常常将异常现象与天道联系起来，宾起用这种异像推类当下，结合景王本身对于王子朝的偏爱，就让景王轻易的就信服了。因此古代的推类论证方法，不仅要有一定的相同之处，还要可考虑要论证对象的心理，是一种追求实际效果的论证方法。
作者在撰写《左传》时，使用引征型的推类论证方法最多。引征文献评述或是阐明道理，引征典故推类义理，引征寓言故事推类现实。引征的材料或是具有权威的古籍，或是富有趣味的寓言，都清晰的阐明了作者的观点和态度。采取引征型的推类方法，符合当时社会的社会文化背景以及古人的思维模式，论证更加委婉，接受程度也高。

将引征型的推类论证方法单独提出来，是立足于《左传》本身，以突出中国逻辑思想的特点提出来的。较之传统的对于中国逻辑思想的研究，即基于西方逻辑框架范围下的研究，引征型的推类论证方法完全是从中国逻辑思想自身角度出发，是一种从中国文化思想的角度解读中国逻辑思想的研究方法。

（四）引征型推理方法之外的一般的推类论证

《左传》中运用的推类方法，除了引征型的推类方法，还有一般的中国古代逻辑的推类论证方法。它具有普通类比推理的特点，即论证主体为两个或两种主体，二者都具有相同性质，因此如果某一个具有某一性质，就可以推论另一个也具有某种性质。二者之间是一种或然性的推理。是一种从特殊到特殊的推理，先秦时期，这种推类论证方式是当时学者广泛应用的一种推理方式，《左传》作者也不例外。如僖公五年：

晋侯复假道于虞以伐虢。宫之奇谏曰：“虢，虞之表也。虢亡，虞必从之。晋不可启，寇不可玩，一之谓甚，其可再乎？谚所谓‘辅车相依，唇亡齿寒’者，其虞、虢之谓也。”

晋侯第二次向虞国借道路攻打虢国，虞国大臣宫之奇劝谏虞侯不要应允借道之事，理由是，嘴唇和牙齿相互依存，虢国与虞国也相互依存，这两对关系都具有同样联系紧密的特征。这是二者的共同点。一旦失去嘴唇，牙齿就失去保护。由此推类虢国被攻克，虞国就失去抵挡。俯瞰天下大势，两国在地理位置相邻，晋国称霸中原的野心蠢蠢欲动。用事物关系推类国家关系，由已知推类未知，结合已有的实际经验，直观的表明了论证者的观点，而且通俗易懂，更有说服力。但是没有考虑到个体之间的差异性，即没有考虑到所要劝说的对象的想法使得论证的有效性降低。
因为晋国在此次借道之前，也曾向虞国借过道，第一次并没有对虞国产生伤害。所以此次虞侯则依据之前的经验进行推类得出此次晋国还会同上次一样，不会攻打虞国，故而没有听从宫之齐的劝谏。同年冬天，晋国灭了虞国。宫之奇的推类得到印证。由此可见，这种类推的论证方法仍然是一种或然性的推理，在运用其进行推理的过程中，虽然有相同的部分仍然存在，但是还需要从多角度，结合变化了的元素和具体情况来整体考虑。

二、《左传》中自发的演绎论证方法
相较于西方传统逻辑中的演绎推理，《左传》中并没有类似于此的理论化的说明。但是《左传》的一些论证里，仍然自发地运用着演绎式的论证方法。这也体现了在“用逻辑”的这一点上，尽管古代中西有着不同的地域，不同的文化，但在论证问题的“有效的逻辑思维”的本质上，仍然有着一定的共通性。
（一）自发的演绎意识

在《左传》的一些论证中，已经自发地具有了一定意义上的演绎意识。如隐公九年：

北戎侵郑，郑伯御之。患戎师，曰；“彼徒我车，惧其侵轶我也。”公子突曰：“使勇而无刚者尝寇，而速去之。君为三覆以待之。戎轻而不整，贪而无亲，胜不相让，败不相救。先者见获必务进，进而遇覆必速奔，后者不救，则无继矣。乃可以逞。”从之。

北戎人侵袭郑国，郑公子突建议说，诱敌深入，假装败走，设伏兵等待敌人经过，戎军见我方败走就会轻敌，轻敌就不整齐，追逐郑军抢夺钱财，贪利就不相亲，战胜不相让，战败不相救。先进的戎兵得胜必定冒进，冒进遇到了伏兵必然极速逃跑，后进的戎兵不救援，冒进的戎兵就没有救应了，这样郑国就可以解决北戎侵袭的忧患了。这一段应属于具有条件关系的连锁推理，层层递进，演绎成分浓厚。

相较于西方演绎，证明必然是从真的前提推出真的结论，但是从这段条件句式的连锁论述中，前提不一定的真的，结论也不一定为真。这是由当时的的社会、历史情况、语言以及语境决定的。北戎人侵袭郑国，戎人步兵强大而郑军兵车活动不便，晋军处于劣势，要想获得胜利，就不能单纯用武力战斗，所以公子突利用戎人的心理，制定战术。同时作为郑国公子，向郑国君提出建议，语言上更加恭敬。后来郑公采用了公子突的建议并取得成功。这种论证方法，前提与结论之间的联系也不是必然的。可以说是一种基于人的思维规律而自发形成的联系。这种联系人人都有，因此能引起共鸣。故而我们认为这是一种自发的演绎意识。

再比如在昭公四年：

侯欲勿许。司马侯曰：“不可。楚王方侈，天或者欲逞其心，以厚其毒而降之罚，未可知也。其使能终，亦未可知也。晋、楚唯天所相，不可与争。君其许之，而修德以待其归。若归于德，吾犹将事之，况诸侯乎？若适淫虐，楚将弃之，吾又谁与争？”

楚国向晋国要求盟主地位，晋侯不想答应。司马侯劝其答应，理由是楚国无道，楚王无德，虽然有战功，但也是上天为了后来对他的惩罚所施加的罪恶，晋国只要修明德行，等待楚国自己灭亡就可以了。此处司马侯劝谏的前提就是“只有德行才能保有君位，没有德行必然灭亡。”论证形式为“只有p才q,若非p则非q.”这种必要条件假言推理的否定前件式在《左传》中是一种非常常见的推理形式。也是春秋时期人们自发形成的并为人们所认同的论证方法。人们通常从多角度进行论述，较为全面的表明自己的想法。

由此处也可以看出《左传》一书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受了儒家思想的影响，如“仁”，“教化”等思想。《左传》一书从襄公时期就开始引用孔子的评述，并且对孔子的评价极高。基于此，《左传》将“德行”看作是国家兴旺，是否成事的重要因素，君王、臣子、百姓都要修行自身的德行，无德无以立。所以德行在《左传》中是评价人的一个重要标准。
（二）直觉式的二难推理

应该说，在先秦时代，一些诸子也利用矛盾律思想，自发地使用着二难推理进行着论辩。如孟子在《梁惠王下》中论证“诛”与“弑”的本质区别，在《公孙丑下》中论证“接受馈赠”与“不接受馈赠”的是非对立的辩证取舍；庄子的“辩无胜”论述就是一个二难推理；《墨辩》也曾运用矛盾律思想以及二难推理展开过对“非诽”（A）与“不非诽”（非A）之间关系的论辩；韩非更是在“矛盾”概念的运用上，提出了二难论式的“两刀论法”，并在他的论辩中娴熟地运用着，如他在《难一》、《难二》、《难三》、《难四》、《难势》、《问辩》、《问田》、《定法》、《显学》等诸篇中，就常常采用二难论法进行辩难。诸子们在论辩中如此运用着演绎式的二难推理，原因在于由假言判断构成的大前提中，两相矛盾对立的事物已经构成了明显的“不两立”或“不两存”的关系，因此，按照“矛盾”思想，只能肯定其中的一个而否定另一个。诸子们认为这当是不言自明的。故而他们对于二难推理并无什么理论上的阐述，应该是一种直觉式的运用。《左传》的作者应该也受到了这个时代的矛盾律思想发展的影响，因此，在其论证方法中，也可寻觅到二难推理方法的运用。如宣公十四年：

华元曰：“过我而不假道，鄙我也。鄙我，亡也。杀其使者必伐我，伐我亦亡也。亡一也。”乃杀之。

楚国大夫申舟从宋国经过聘问齐国，而没有借道，宋人华元拦下申舟，华元认为不杀使者，就是默认被羞辱，默认宋国是楚国的辖地，就是亡国。因为春秋时期诸侯国使节路过别国境内，必须向他国借路，楚王蔑视宋国，不允许使臣借道，故而使臣没有借路，这在宋人眼里就是奇耻大辱；杀使者，楚国一定会来攻打宋国，也是亡国。在国家交往时，不杀使者，是诸侯国之间默认的规则。若是杀了使者，楚国就有理由攻打宋国了。在孟诸之役中，楚国得罪了宋国，两国积怨已久，战争不可避免。得出的结论都是亡国，索性直接杀了申周。从相反的前提得出同一样的结论，二者只能择其一，华元站在在国家利益的立场上，从国家尊严，和诸侯国之间不杀使者的原则出发，直觉式的得出结论，即然都无法避免灭国的结局。于是就选择更有尊严的做法。《左传》中许多选择都是基于权衡利弊而做出来的，“利益”也是论证的一个前提。国家利益和国家尊严，在春秋时期的诸侯卿大夫眼里是高于一切的，在他们的论证中，是一种不言自明的论证前提。中国古代逻辑不同于西方对于自然世界的探索，更多应用于经世致用，解决时事上，因此它的论证就更有这种特点。
三、《左传》中经验的归纳论证方法

（一）经验的归纳

《左传》中除了最典型的引征型的推类论证方法和体现中西方逻辑思想共通性的直觉式的演绎方法，还有依据经验进行归纳的论证方法，主要有极具神秘色彩的解梦、对于天象的观察、细节归纳、以及对前人经验的归纳，还有较为常见的枚举归纳。
1.解梦。

做梦是人的一种正常生理现象，人们无法控制梦境内容和梦境的发生。在科技尚不发达的古代，对于梦境，人们无法给出合理的解释。梦中常常关乎人事、鬼神，在宗教色彩十分浓厚的古代，梦境就被赋予了与神灵沟通、预示未来等功能。如弗洛伊德也认为：“原始时代的人们深信梦与超自然的存在有着密切的关系，一切梦均来自他们所信仰的鬼神所发的启示。”
梦境的产生与人的精神、身体状态有关，而且梦境也以一种心理暗示的方式影响着人。因此梦境与现实或多或少的存在着某种因果联系。在历史上产生重大影响的事件中，梦境也会被史官记载，作为推动历史发展的重要因素。

解梦活动则可以追溯到史前，从黄帝时期到西周，都有文献记载解梦。古代设有专门的太史，尤其是君王的梦常常对政治、军事有指导作用。因此史官就会将其慎重的记载下来。如在《左传》中记载的解梦事件约有三十处，做梦的主体设涉及诸侯，小臣甚至平民女子。例如成公十年：

晋侯梦大厉，被发及地，搏膺而踊，曰：“杀余孙，不义。余得请于帝矣！”坏大门及寝门而入。公惧，入于室。又坏户。公觉，召桑田巫。巫言如梦。公曰：”何如？”曰：‘不食新矣。’公疾病，求医于秦。秦伯使医缓为之。

未至，公梦疾为二竖子，曰：“彼，良医也。惧伤我，焉逃之？”其一曰：“居肓之上，膏之下，若我何？”医至，曰：“疾不可为也。在肓之上，膏之下，攻之不可，达之不及，药不至焉，不可为也。”公曰：“良医也。”厚为之礼而归之。

按俗话所说，日有所想，夜有所梦。在中国人的经验归纳中，梦境总是反映现实的。这也就成为解梦的依据。又有成公八年，晋景公冤杀了赵括赵同。十年，晋侯梦见为子孙报仇的鬼，毁坏了宫门。依此来看就是赵氏祖先。巫人解梦说晋侯将活不过今年了。按经验的归纳，梦境总是反映现实，现实中晋侯也确实犯下错误，而有鬼来报仇也可以看成是因果报应，即国君无德，杀害贤臣，就得到报应了。对于这种君无德所造成的因果报应，《左传》选择以梦的方式论述，则是将这一事件赋予了神话色彩。又由于当时人们对于鬼神也无法完全解释清楚，因此，作者选择这个方式，其论证意图既符合人们心中的认识，又不直接说晋侯是为何要遭遇灾祸，表明对国君权威的尊敬。

同年，晋景公病重，梦见疾病变成童子，藏在膏的下面，肓的上面，这与后来赶到的医生说法完全贴合，说明了医者的高明。晋景公死之前，晋国的一个小臣梦见背着晋侯上天，于是就在晋侯死后殉葬了。按理，这段论述中相较于梦与现实的一致，看似平淡的论述中却隐含着更多信息，比如神巫预言晋侯吃不到新麦后，晋侯当着面将做好的新麦放在神巫面前，然后将其杀死，梦见背着晋侯升天的小臣被活活殉葬，从侧面揭示了晋侯的昏庸残暴。总的来说，作者正面在写梦，却是用梦来隐喻现实，突出“德治”的思想。

晋侯先是梦见“大厉”，神巫预言晋侯吃不到新麦，后来梦见“膏”、“肓”二鬼，神医诊断疾病在膏肓之间。依据晋侯的两次梦境做出的两个预测，都得以实现。于是两相归纳，经验性地导出了结论。

《左传》中进行解梦的主体主要有史官、神巫、大臣甚至自己。长期的生活经验积累过程中，人们对梦象进行了一定的分类，某些固定的梦象预示着好的或是坏的结果，同时解梦的过程中，解梦者还会根据做梦主体的身体、精神状况，甚至结合当时的社会环境，如政治形势等角度进行解释。因此解梦在古代仍具有一定的主观性，所以对于解梦的预言，人人也许都有不同的见解，这种解梦方式，可以说是一种基于经验归纳基础上的预言。比如在神巫预言晋侯吃不到新麦时，晋侯却并不认同神巫的预言，甚至将做好的新麦放在神巫面前显示自己吃了新麦也不会死。所以对于梦境的解释，不一定对人具有完全的指导性。

2.由天象推人事。
古人通过观天象和时令来确定农事和祭祀，在生产力相对不发达的时代，天灾通常是不可避免的，因此百姓就将希望寄托于上天，在积淀历史的思维中，也经验性地总结出了由天象而推人事的归纳方法。不过观天象通常是专门的官员，他们会将观察的星象与星象相关的历史事件加以记载，并且从这些经验中归纳出结论。

受这种时代的影响，《左传》中也有很多利用天象进行经验归纳推理的例子，通常发生在天有异像，如日食、岁星移位时。如襄公二十八年：

二十八年春，无冰。梓慎曰：“今兹宋、郑其饥乎？岁在星纪，而淫于玄枵，以有时灾，阴不堪阳。蛇乘龙。龙，宋、郑之星也，宋、郑必饥。玄枵，虚中也。枵，秏名也。土虚而民秏，不饥何为？”

梓慎根据岁星的位置与往常不同，即蛇乘在龙上面，由分野之说得到宋、郑两国对应的星宿位置和运行情况，由此推出宋、郑将会有饥荒。在后文中宋郑两国也确实发生了火灾。虽然百姓寄托希望于上天，从而经验性地总结出了由天象而推人事的归纳方法，但是《左传》在由天象而推人事的归纳推导过程中，一个重要的预设前提依据是认为上帝只赐给有德行的人。天有异象，是吉是凶，还要辩证地有条件性地结合当事人的德行。上天只会赐福给有德行的人，又比如在曹刿论战中，曹刿问鲁庄公，是否具有应战的准备，庄公回答侍奉神灵的祭祀都不敢遗忘，曹刿则认为这并不能使神明庇佑。当庄公回答已经尽了国君的本职而且对百姓广施恩惠，曹刿才回答“可以一战”，从国君能修明德行并且为百姓谋福中体现了作者“尚德”与“民本”的思想。故《左传》中虽然有许多以神明、星象、灾祸为依据的论证，但是并非纯粹的迷信，而是将人的理性与过去的经验相结合，从而归纳式地得出结论。

3.由细节推知整体。

整体是由部分组成的。窥一斑可见全豹，从消极的负面评价看，指从狭小的角度去看待问题，如同坐井观天，看待问题不全面；如从积极的正面评价看，则比喻可以从观察的部分推测到全貌，或指从一点可以推出全部，能够举一反三。无论哪种评价，都是一种由细节推知整体的归纳方法。《左传》中也有很多从小处着眼，从细节推出潜在的问题或是未来的方法使用。如昭公三年：

齐旧四量，豆、区、釜、钟。四升为豆，各自其四，以登于釜。釜十则钟。陈氏三量，皆登一焉，钟乃大矣。以家量贷，而以公量收之。山木如市，弗加于山。鱼盐蜃蛤，弗加于海。民参其力，二入于公，而衣食其一。公聚朽蠹，而三老冻馁。国之诸市，屦贱踊贵。民人痛疾，而或燠休之，其爱之如父母，而归之如流水，欲无获民，将焉辟之？箕伯、直柄、虞遂、伯戏，其相胡公、大姬，已在齐矣。

晏子在别国出使，有人问晏子，晋国的政权将会由谁执掌，晏子作为当时晋国的大臣，不好当着别国人的面妄自评价王室，于是他选择了一种令人感受更加直接，却又委婉的言辞，论证齐国公室即将衰微，而陈氏将要兴起。其论证的过程及根据在于，从量器上看，陈氏将自家量器扩大，借出物品，而回收时却用小的量器，借出的多，收回的少，不计得失；市场上的树木、鱼盐价格都没有上涨，而国家的赋税却不断上涨，国库东西都腐烂了，人们还没有衣服穿；由于当时的刑法太重太泛滥，受刑的人也多，假腿的需求也就更高，市场上鞋子反而没有假腿贵。而陈氏爱护百姓，亲自慰问百姓，使得民心归附。因此齐国未来的大势将会落在陈氏手中。《左传》的这种论证，就是从小的方面来一一对比归纳陈氏的德行和王室的腐败，如量器、鱼盐、假腿与鞋的价格，等等。这些细节的比较，虽然看似不起眼，但它们都是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的事物。因此，归纳对比的这些事物虽说是小事，如假腿和鞋的价格的对比，却能够从细节中反映出大问题。将这些细节归纳在一起，根据以前国家灭亡的经验，也就能够从历史的思维中归纳推导结论了。当然在这里，整个论证的根据，还是基于民意的基础上，即民心向背决定政权。于是将细小实际问题摆出来以推导整体，就更有说服力了。

相同的由细节推知整体的归纳论证方法，在庄公十年长勺之战中也曾运用过。鲁国大败齐师，将要追赶时，鲁国曹刿“视其辙乱，望其旗靡”，从而判断齐师已经毫无抵抗的能力了，才下令追逐。根据以往的战争经验，军队一旦慌乱，车子也会不稳，旗子也举不高了，所以才能够继续追逐，这也是经验归纳的一个实例，且后文也得到了验证。由小的细节归纳的出整体的结论，是中国古代文献写作中一种常见的方法，并且，这些具体的例子，与所要论证的主题联系紧密，符合当时人们的思维方式，可接受度高。
4.依据前人经验的推导。

在人们对世界的认识中，前人的经验积淀是一个重要的认识来源。能够很好地利用这些前人的经验，对于当下的认知会具有很强的启发作用。《左传》论证方法中对于前人经验的重视及使用，也是有所体现的。如昭公四年：

邻国之难，不可虞也。或多难以固其国，启其疆土；或无难以丧其国，失其守宇。若何虞难？齐有仲孙之难而获桓公，至今赖之。晋有里、丕之难而获文公，是以为盟主。卫、邢无难，敌亦丧之。故人之难，不可虞也。

司马侯劝谏晋平公不可以别国的祸事为乐，用齐国仲孙之难、晋里、丕之难以及卫、邢之无难所带来的不同后果归纳得出结论，即无灾无难不一定是好事，遭遇灾难也不一定就是坏事，所以不能幸灾乐祸。司马侯先给出原因，即别国遭遇难事反而可以固国，即齐、晋国之例，而无灾无难却有可能导致丧国，即邢国之难。将不同国家遭遇祸难的事件归结在一起，或者是同为被分封的诸侯国，或是国家之前遇到的祸难，由远及近，地位相同，主体都是国家，而此时楚国骄傲自大，想要自立为盟主，向晋侯请求结盟，而在此之前，晋国始终把握着大权，晋平公不想同意。因此司马侯作为臣子，尽量从国家的角度，结合前人的经验，劝谏晋公，不失礼貌而且表达了忠心。因此晋侯就听从了他的意见。
除此之外还有许多依据前人经验进行归纳的例子，如襄公十四年：

秦伯问于士鞅曰：“晋大夫其谁先亡？”对曰：“其栾氏乎！”秦伯曰：“以其汰乎？”对曰：“然。栾□汰虐已甚，犹可以免。其在盈乎！”秦伯曰：“何故？”对曰：“武子之德在民，如周人之思召公焉，爱其甘棠，况其子乎？栾□死，盈之善未能及人，武子所施没矣，而□之怨实章，将于是乎在。”秦伯以为知言，为之请于晋而复之。

秦伯询问士鞅，晋国大夫谁会先死，士鞅认为栾盈会死，因为栾盈的父亲作恶太多,但是栾盈的爷爷栾武子仍然有恩德留在百姓之中，百姓就会爱护栾武子的后代，即栾盈的父亲，但是恩泽不可能延续太久，所以栾盈就无法享受而先死。正如当年周朝百姓因为纪念召公，所以爱护召公的儿子。如今栾武子的恩德留在百姓中，百姓就会爱护栾武子的儿子，结合前人的经验归纳得出结论，百姓爱戴贤人，就会爱护贤人的后代，士鞅选取召公的例子，一是这个例子非常典型，为人所熟知，二是与要论证的观点相贴合，相似度高。借用前人经验，推测今人的未来，二者一一对应。这种利用前人经验所进行的归纳论证。也是一种或然性推理。因此结果不一定完全正确，但是仍然起着重要作用。古人常常将其用于对于未来的预测，并且审时度势，结合具体情况，得出新的结论，不同于演绎推理，结论包含于前提中，这种归纳推理则更具有创造性，往往能够得出与众不同的新颖的观点。

(二）《左传》中枚举归纳的论证方法
相对于上述经验的归纳，《左传》中枚举归纳方法的运用虽然也有着历史经验的痕迹，但它的方法论意义却十分明显了。如昭公四年：

楚子示诸侯侈，椒举曰：“夫六王二公之事，皆所以示诸侯礼也，诸侯所由用命也。夏桀为仍之会，有婚叛之。商纣为黎之搜，东夷叛之。周幽为大室之盟，戎狄叛之。皆所以示 诸侯汰也，诸侯所由弃命也。今君以汰，无乃不济乎？”王弗听。

楚灵王向诸侯展示骄纵，椒举则举出“夏桀”、“商纣”、“周幽”等人的例子，枚举论证了骄纵引人背叛的结论。这种从几个具体例子中概括出一个普遍结果，以此劝谏君王的简单枚举归纳，因其结论的或然性，说服力要弱，因此在这个事例中，楚灵王并没有听信劝谏。其原因除了灵王自身骄傲自大的性格外，恐怕也有着对于或然性结论性质的直觉认识，亦即有一个简单的反例就能够推翻原有的结论，自然也就“王弗听”了。

这种枚举归纳论证方法，《左传》中也曾运用很多。如昭公六年，郑国将刑书铸在鼎上，叔向给子产送信，劝说子产不可将刑法作为规范人的行为的准则，用夏朝《禹刑》，商朝《汤刑》，以及周朝《九刑》来归纳论证以刑法治国会导致国家衰微。又如襄公九年，子囊劝说楚王不要帮助秦国攻打晋国，举出晋国知罃代替韩厥，范氏居于中行偃之上，魏绛做赵武辅佐的例子来说明晋国国君善于选拔人才，贤臣之间相互谦让的例子，归纳得出不可攻打晋国的结论。再如宣公三年，楚定王派人向周王室询问鼎的大小，以此示威，王孙满以夏朝有德铸鼎而百姓信服，夏桀德行昏庸，九鼎就迁到商朝，商纣残暴，九鼎迁到周朝的例子归纳说明在于德行而不在于鼎的大小。

但是如果将经典解释作为一个论证，从而可以从论证者、论证目的亦即论证结构和规则来分析，大多数的这些枚举归纳论证都没有起到论证主体想要达到的目的，这不仅是因为论证方法本身的不足，而且在于论证的人没有根据当时的社会情况、当时的语境选择合适的论证方法，并且在使用枚举归纳的论证方法时，选取的具体事例也不够有针对性和典型性，因此说服力也就大大减弱了。

（三）强调事件之间的因果联系
《左传》中有些论证的前提之间不一定那么联系紧密，而是将与结论有一定联系的前提放在一起，没有那么严格的形式。即将所有可能的原因归结起来，得出结论。这种论证方法也不同于上述的从具体事例到普遍的结论的方法。如昭公元年：

鲁国犯莒，违背了诸侯国之间的盟约，晋国人要杀鲁国使者叔孙豹，乐恒子向叔孙豹索要贿赂，即叔孙豹的带子，取得贿赂就可以放过叔孙豹。叔孙豹不想给。但是考虑到国家安危险，还是选择受辱将带子给了乐恒子。
赵孟闻之，曰：“临患不忘国，忠也。思难不越官，信也；图国忘死，贞也；谋主三者，义也。有是四者，又可戮乎？”

意谓：叔孙豹想到自己如果给了贿赂，一定会危及国家，因此赵孟评价他面临危险而不忘国家，是忠信；自己作为使者出国，季孙守国，也是自己的职责，这是诚实；将国家放在前面，而不考虑个人安危险，是坚贞。综合这几点，赵孟总结叔孙豹是有道义的人，因此不可以杀害。他将“忠信”、“诚实”、“坚贞”作为理由并列放在一起，归纳出结论，即叔孙豹有道义不可杀。虽然它们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但是都是好的品质，尽管这也并不是精确的归纳，却仍然能让人信服，有一定的归纳思想在其中。而且“忠”、“义”等观念始终都是春秋时期诸侯士大夫所推崇的，是论说与行事的行为准则，故而这种因果之间的联系，是建立在对于复杂事物的认识上。虽然这三个好的品质其所具有的同属性都是潜在的，但由于它们都会对结果产生重要的影响，因此对它们的强调，就是强调前提与结论之间的因果联系。

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虽然《左传》中还是看重事物的因果联系的，但是从《左传》的案例分析中，它对因果联系的强调，还仅仅停留在直觉事物之间的因果联系上，并没有进一步的探求出具体的模式和方法来。  

四、《左传》中传统整体思维的辩证论证方法
按张岱年所说，“中国传统哲学的辩证思维，主要包括两点：一是整体观点，或曰整体思维；二是对待观点，或曰对待思维”
。李约瑟也曾说过，“当希腊人和印度人很早就仔细地考虑形式逻辑的时候,中国人则一直倾向于发展辩证逻辑。与此相应，在希腊人和印度人发展机械原子论的时候，中国人则发展了有机宇宙的哲学。在这些方面，西方是初等的，而中国人是高深的”
；“先秦以来，科学家主要是从朴素的辩证逻辑，取得方法论的指导”
。李约瑟所谓的“辩证逻辑”，其实就是先秦以来传统辩证思维方式的体现。也正是因为中国传统思维中的辩证思维是中国古代思维方式最显著的特点之一，所以在中国逻辑史的研究中，“有关辩证思维或辩证逻辑的内容（包括其胚胎、萌芽）是更值得花功夫研究的。因为辩证逻辑对于今天的实践活动和科学研究是更为重要的思维工具和方法”
；“除研究先秦提出的逻辑理论之外，还要把对象、范围放宽一些，包括秦汉以后在哲学和科学运用中所表现出来的逻辑思想的发展（不仅包括普通逻辑方面的内容，还包括总结有关辩证思维方面的材料）”
。这里所谓的辩证思维方式是指认知主体依据辩证法的观念基础和事物存在的辩证本性，对于认识事物的辩证把握方式。

这种辩证把握方式的实用案例，在先秦诸子那里比比皆是。作为我国第一部规模宏大而内容详实的史学钜编，《左传》的作者在编写的过程中，也应该受到了这种传统辩证思维方式的影响，他在一些事物的论证过程中，也擅长用正反两面结合的方式，或阐明支持观点的优点和反对意见的缺点，或者突出优点或者缺点来使自己的观点被接纳；或者是多角度的分析论点，给出论据，使人信服。这种辩证的论证方法在《左传》中常常出现在二人论辩中。如僖公七年：

君若绥之以德，加之以训辞，而帅诸侯以讨郑，郑将覆亡之不暇，岂敢不惧？若总其罪人以临之，郑有辞矣，何惧？且夫合诸侯以崇德也，会而列奸，何以示后嗣？夫诸侯之会，其德刑礼义，无国不记。记奸之位，君盟替矣。作而不记，非盛德也。君其勿许，郑必受盟。夫子华既为大子而求介于大国，以弱其国，亦必不免。

意谓：郑国太子华想要通过贿赂让齐侯帮助自己夺得君位，管仲劝谏齐王不可。其劝谏的论证方式为，如果答应就是领着罪人攻打郑国，郑国就成了有理的一方，接受郑公子，就违背了盟会的本来意义，就会作废，得不偿失；而若是不接受贿赂用德行教育加上教训，郑国也不敢不从。正是由于这种整体的在权衡利弊的情况下为齐王分析，所以齐王就拒绝了郑公子。这段论证的前提在于“义”与“德”，即不义之战是不被支持的，而用德行和教化，则是能够使人信服的。从国家利益考虑，正反两面论证，符合了人具有的趋利避害的本能，因此就更能够被劝服。

应该说，《左传》作为春秋末期孔子编的《春秋》的一部引申著作，是对《春秋》的一些解释说明和引申，也应该对孔子的思想有所继承。因此，在运用这种辩证的论证方法的过程中，它常常是肯定自己一方正确，并且说明对方的错误，以此来表明自己的观点。此中常体现出“正名”的思想。“正名”即证“名”与“实”之相符。《左传》中没有许多关于具体自然事物的论证，像是白马非马，马为何物这种论证，更多的是关于纲常礼教的正名，即何为礼，何为义，何为忠等，而这些均是与当时国家之间的社会政治关系、以及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社会等级关系等息息相关的东西。这与《左传》这本书的主旨有关。如庄公十四年：
“先君桓公命我先人典司宗祏。社稷有主而外其心，其何贰如之？苟主社稷，国内之民其谁不为臣？臣无二心，天之制也。子仪在位十四年矣，而谋召君者，庸非二乎。庄公之子犹有八人，若皆以官爵行赂劝贰而可以济事，君其若之何？臣闻命矣。”乃缢而死。

郑厉公带着军队杀回国都，在此之前子仪已经在郑执政十四年。厉公夺得王位后，质问大夫元繁为何没有帮助厉公回国，厉公在外流亡为何也不问候。

原繁就何为二心论证自己并无过错。先是陈述作为一个大臣所尽的职责，即守护宗庙，当时厉公在外，在外则不能算是晋人，这就解释了为何厉公流亡在外而不亲近的原因。况且子仪已经执政十四年，此时召唤厉公回国反而是有二心，因此原繁做到忠于职守，侍奉好国君的职责了，并无二心，再从反面说明帮助厉公回国的人反而是有二心。通过对何为忠，何为二心的论证，原繁得出自身清白的结论。当时厉公回国，将反对他的人都杀了，原繁也深知自己难逃一死，并且是抱着必死的决心，因此以死明志。
《左传》中运用传统整体思维的辩证论证方法还有许多。如僖公三十年：

秦、晋围郑，郑既知亡矣。若亡郑而有益于君，敢以烦执事。越国以鄙远，君知其难也，焉用亡郑以陪邻。邻之厚，君之薄也。若舍郑以为东道主，行李之往来，共其乏困，君亦无所害。且君尝为晋君赐矣，许君焦、瑕，朝济而夕设版焉，君之所知也。

秦国将要进攻郑国，烛之武前去劝阻秦王，他不同于一般的从自身角度出发，而是从秦国的角度开始论证，烛之武从利益的层面上，分析秦国攻打郑国的利弊。如果秦国攻打郑国，秦国得不到什么好处，但是如果不攻打郑国，秦国反而有利可图，而且晋国不讲信用，欲望没有止境，如果此次晋国势力扩大，对秦国还是不利。整个论证都是从对方的角度考虑问题，但是最终的论证目的还是达到想要的结果，即秦国军队撤军，郑国得以保留。这种论证方式，不仅要从对方的角度考虑问题，抓住对方的心理，而且还需要考虑整个天下大势，即其他国家的形势。以其巧妙地达到自己的目的。

五、结语

研究方法的选择取决于研究的材料，先秦逻辑思想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经学的研究领域，如《墨经》、《荀子正名》等。而《左传》论证方法的研究则可以将先秦逻辑思想研究的领域扩展到史学。如在此文中引征的推类论证方法等。由此，《左传》论证方法的研究，可以发掘更多的不同于以往传统的中国逻辑思想研究方法，揭示不同历史时期逻辑发展的特点。同时，结合史学的研究角度，突出中国本土逻辑的特点，即“用逻辑”。并且从中国逻辑史的进程推测未来的发展，为未来中国逻辑的研究提供新的方法。突破以往研究逻辑史的框架，即不再局限于在西方逻辑框架下研究中国逻辑，从而探索出独具中古特色的逻辑体系。

这是因为，先秦逻辑史可以说是“讲逻辑”与“用逻辑”的统一过程。《左传》一书虽然没有在理论形态上“讲逻辑”，但它在“用逻辑”的层面上，其论证方法也极具中国逻辑发展的特点。无论在论证方法还是语言上都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对于后来的史书等的编写产生巨大影响，如《战国策》等。不同于西方逻辑，追求形式化的，本体论层面上的科学，先秦逻辑思想则更倾向于人内心的探求，与大自然的和谐统一。它的发展过程虽然没有严格的逻辑形式，但是其中蕴含的逻辑思想与雏形已经基本具备，反映出人类思维的共通性。因此，研究先秦逻辑思想的独特形式，仍然需要遵循“逻辑与文化”相结合的理念，亦即结合当时特定的情况分析，而非简单的借用西方逻辑框架进行限定。这样无疑也可以发掘出更多的人类思维财富的。从这一点出发，研究先秦逻辑史不但应该关注先秦诸子的逻辑思想，对于先秦史书中逻辑思想及方法的研究，也理应进入我们的视野，从而扩大先秦逻辑思想研究的范围。基于这一点，对于《左传》论证方法的研究，仍然有待于进一步开发、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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